数字技术对服务业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规模经济重塑与结构现代化转型的中介效应研究
赵  茂1，求汝钰1，王希元2，李  璐3
（1.云南师范大学泛亚商学院，云南昆明    650091；
2.云南大学经济学院，云南昆明    650500；
3. 数传幻景（香港）科技有限公司，香港   999077）

[bookmark: _Hlk122787787][bookmark: _Hlk156987941]摘要：数字技术为化解服务业“成本病”问题提供新契机。鉴于现有研究未能从规模经济效应和结构现代化效应剖析数字技术对服务业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因此使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提供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指数表示数字技术发展水平，以服务贸易水平刻画规模经济、中高技术服务业出口额占服务出口总额的比重表示服务业的结构现代化程度，基于世界银行数据库中2009－2021年176个经济体的跨国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技术对服务业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对高收入经济体和中低收入经济体进行差异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数字技术能够显著提升服务业生产率，规模经济重塑效应和结构现代化转型效应在其中起中介效应；数字技术显著提升高收入经济体的服务业生产率，而对中低收入经济体的影响不显著，可能是因为中低收入经济体并未充分发展数字技术，其数字技术的发展规模和程度未能有效作用于其服务业。为此，应着力发展数字技术，发挥数字技术规模经济效应与结构现代化效应，促进数字技术与服务业的多场景融合，强化数字技术对服务业的渗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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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Abstract: Digital technology provides new opportunities to resolve the "cost disease" problem in the service industry.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the analysis of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digital technology on service industry productiv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es of scale and structural modernization effects is lacking, thus, using th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index provid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 depicting  economies of scale by the level of service trade, while indicating the degree of structural modernization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by the proportion of the export of high-tech services in the total export of services, this paper uses fixed effect models and intermediary effect models, based on cross-national panel data of 176 economies from 2009 to 2021  from the World Bank database,  to test the impact and its mechanism of service industry productivity. Also, an empirical analysis is conducted of differences between high-income economies and low- and middle-income economies. The results find that: digital technology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productivity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with the reshaping effect of economies of scal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effect of structural modernization serving as mediating roles; digital technology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productivity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in high-income economies, while its impact on low- and middle-income economies is not significant. This is possibly caused by the less developed technology in low- and middle-income economies, and the scale and ext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development fails to take effect. To this end,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develop digital technology, give full play to the economies of scale and structural modernization effects of digital technology, promote the multi-scenario integ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the service industry, and strengthen the penet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to the servic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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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bookmark: _Hlk31459936]随着一个国家收入水平的上升，其服务业占地区生产总值（GDP）的比重通常也会持续上升并超过50%[1]。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年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超过50%[2]，此后持续上升，而经济增长却呈现出持续减速的状况。服务业生产率较低的问题从20世纪中叶开始被关注，最著名的研究是“鲍莫尔病”问题，即因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低于制造业导致服务业高成本扩张及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消极影响。这与服务业个性特征显著有关，个性化导致服务业无法仿照制造业进行标准化生产来提高生产效率。服务业生产率的提升对一个国家的经济赶超至关重要。从图1可知，历史上前沿国家英国和赶超成功国家日本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呈现持续提升的态势，流出工业部门的劳动力进入高生产率的现代服务业，保障了经济增长的持续性；赶超失败的阿根廷，受制于服务业的低效运行，产业结构服务化仅仅带来城市人口漂移、“鲍莫尔成本病”，对经济增长形成结构性减速效应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3]。
【图1内：各分图坐标轴原点“0.0”改为“0”，其他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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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前沿国家：英国   

（b）赶超成功国家：日本 


               （c）赶超失败国家：阿根廷

图 1   典型国家服务业就业占比和服务业相对劳动生产率年度变化
注：1）根据格罗宁根增长与发展中心（GGDC）十产业部门数据绘制而得；2）图内线段旁的数值如“1950”等，代表年份。


[bookmark: _Hlk37683860]服务业生产率的提升不仅关系到产业的兴衰，更关乎到结构转型的成败和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但夏杰长[4]【在此处补著录具体引用页码】、王燕武等[5]、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6]等的研究指出，中国服务业生产率长期不及工业，生产率差距未能缩小，服务业现代化进程推进较为缓慢；黄群慧等[7]和袁富华等[8]提出，与服务业生产率滞后密切相关的过早去工业化现象已经出现，成为中国经济结构性减速的原因之一。因此，促进服务业生产率提升成为在理论上与在实践中都亟待破解的发展难题。
21 世纪以来，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迅速发展，“数实共生”成为现实，大数据在采集、存储、分析后能够回嵌应用，对服务业生产率产生变革性的影响[9]。目前，已有研究就数字技术发展如何影响服务业进行了一些探讨。一类文献就理论机制进行了研究：Strohmaier 等[10]指出，数字化引起的新一轮技术革命，不仅导致整个经济体系的结构性变化，还引发生产分工的结构性变革；Steininger[11]也提出，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带来服务业分工的快速发展，使不同空间中的服务实现同步协调分工；江小涓等[12]提出，信息技术发展显著提升了服务业的规模效率，主要方式有分布式研发设计、协同制造、信息畅通等；Li等[13]基于205 家企业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数字技术水平与服务业生产率呈显著正相关，数字技术通过促进服务业创新从而提高服务业生产率；曹小勇等[14]指出，数字经济通过创新升级效应、融合发展效应、效率提升效应以及精准匹配效应，促进服务业转型升级；李晓华[15]指出，数字技术通过结构效应、赋能效应、规模经济3种路径提升服务业生产率，正在改变服务业“停滞部门”的地位；江小涓[16]以文化产业为例指出，数字技术通过赋能消费者、创意者、生产者、社交行为和文化传播5个方面来提升文化产业的效率。另一类文献进行了实证研究：庞瑞芝等[17]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能有效减缓中国存在的“服务业成本病”效应；袁航等[18]基于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以“宽带中国”战略表征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研究指出，数字基础设施推动了中国服务业结构升级，并且存在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高级化的中介效应；郭慧芳等[19]基于2008－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提升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主要基于增加研发投入和优化人力资本结构两个渠道实现；李帅娜[20]利用2011－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发现，数字技术对服务业生产率有显著的赋能效应，高技能劳动力更易适应数字技术带来的变化，市场化水平的提高能够进一步释放数字技术红利以增强数字技术的正向效应。
综上，已有相关文献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分析和探讨，但仍然存在如下不足：其一，一些文献进行了机制检验，诸如技术创新、研发投入增加、人力资本高级化等，但是缺少对结构效应、赋能效应、规模经济等因素的实证研究；其二，目前的研究缺乏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分析，更缺少高收入经济体和中低收入经济体的差异实证分析；其三，当下的研究缺乏从数字技术革命的大国竞争现实背景出发，未检验数字技术对不同经济体服务业生产率的影响差异，未能为深入理解和认识数字技术和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提供有力支撑。为此，本研究利用2009－2021年跨国面板数据分析数字技术如何影响服务业生产率，在回归服务业自身属性的基础上，从规模经济效应和结构现代化效应剖析数字技术对服务业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并利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机制检验。
1	理论机制分析
1.1	传统服务业特征及其生产效率提升的制约因素
根据Baumol[21]、Hill[22]的研究，传统服务业以非实物形态作为产出物，且不可存储，服务提供者与消费者直接接触，消费与生产同时进行。由于异质性或非标准性，服务的供给通常是根据消费者多样化需求进行生产和交付[4]【在此处补著录具体引用页码】。以上特征使提升传统服务业的生产率面临诸多困难：一是服务业的同步性和无实物形态属性导致难以通过物质资本深化和劳动力节约型技术进步实现生产率的提高[23]；二是不可存储性弱化了服务业的可贸易性，增加了其通过贸易实现规模经济、通过规模经济的专业化分工实现生产率提高的难度[24]；三是异质性会加剧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产生额外交易成本。非标准交付使得卖方占据一定垄断优势，从而弱化了卖方提高生产率的动机[25]，难以利用规模经济来提高传统服务业生产率。总体来看，传统服务业因无形性、不可存储、异质性等特性，使其难以像制造业一样进行标准化生产，利用规模经济提高生产效率，同时也弱化了服务业企业对技术创新的投资激励，使服务业生产率难以像制造业一样快速提升。
现代服务业富有新动能和新发展。2023年7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制定了《现代服务业统计分类》，重新定义了现代服务业的内涵和内容：一是以信息化、知识经济为大背景；二是以科技含量高、人力资本含量高、附加价值高为特点的现代科技与现代经营观念相结合的技术与观念；三是导向更明确，生产性服务业向高层次、专业化方向发展，生活性服务业向高质量、多元化方向发展。现代服务业包含了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金融、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现代物流、商贸、生活、公共服务业、融合发展服务业等八大类，它们与人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紧密关联，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开辟了新的增长点。
1.2	  数字技术、规模经济重塑与服务业生产率
服务业生产率的提升有赖于收益递增机制的形成，而规模经济是收益递增的重要源泉。数字技术通过重塑服务形态形成基于可贸易化和可标准化的规模经济，是服务业生产率提升的新动能。
数字技术通过对知识编码重塑服务品形态，产生贸易规模经济效应。Li等[26]指出，数字技术显著提高服务业出口的竞争力。传统服务业的产品和交易属性限制其可贸易化，但数字技术能够改变传统服务品的不可存储性、无实物形态、同步性等属性，从而使传统服务品不可贸易的性质转变，其中的核心机制体现在数字技术对服务知识的编码功能。诸多传统服务，如音乐、教学、娱乐等，其服务本质是知识的转移过程，但受限于服务不可存储和需要现场交付约束，难以进行远距离贸易，从而限制了规模经济的实现。但数字技术具备知识编码功能，将搭载于这类服务中的知识进行编码并存储于特定的媒介或网络平台，由此使得不可贸易服务品具备了可贸易的条件。此外，数字技术能够降低服务贸易的交易成本。贸易的交易成本包括空间距离对国际贸易形成的交通与通信成本、贸易参与者搜集和获取信息的成本以及交易过程的跟踪、顾客评价和售前售后服务成本等。数字技术的应用有助于降低服务贸易成本，例如，基于信息安全交互，企业进出口交易结算与物流协调可以实现系统自动化处理，贸易门槛不断降低，更多中小企业开始进入国际贸易市场。
[bookmark: _Hlk111236202]数字技术缩小了服务方差，通过标准化形成规模经济效应。传统服务业具有服务方差，这是因为由人直接为用户提供交付，受到场景、环境以及人的情绪变化的影响，较大的方差使服务很难做到标准化（王希元等[27]、戚德志[28]等）。通过大数据合规性采集、存储、分析，利用模型和算法抽取可以标准化的指标与权重，再次回嵌到服务的决策和行动中，实现标准化流程，缩小服务方差。一是服务终端产品的标准化。数字技术的知识编码功能改变传统服务的产品形态，使服务不再由人工直接提供，而是以二进制的形式加以存储和复制，并且复制额外一个新产品的边际成本趋近于0；换句话说，随着这类服务的产销量增长，平均成本将下降，即存在规模经济效应。二是服务过程的标准化。随着数字化技术在服务业的实施应用，人工会被数字技术的各种软硬件服务系统所代替，以知识为服务的载体被模型化、代码化、工具化[15]，消费者的需求成为数字化服务系统的一个输入变量，经过数字化系统的一系列编码、计算和执行过程，最终输出服务。非标准化的人工服务由此被标准化的数字服务系统所代替，服务的规模化也就易于实现。
1.3	  数字技术、结构现代化与服务业生产率
服务业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必然会带来生产率的提升。这一过程伴随从传统到现代的结构比例变化：现代服务业的比例不断提高，传统服务业的比例有所降低；生产性服务的比例不断提高，生活性服务的比例不断下降。数字技术是推动服务业现代化的重要引擎。
一是自身增值效应。通常零售、批发、餐饮服务等传统服务业的生产率较低，而商贸、金融、计算机通信服务等现代服务业的生产率较高。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数字经济的核心行业包括互联网和相关服务、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前三者均为现代服务业，生产率普遍较高[15]。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服务业而言便会产生自身增值效应，即数字经济发展本身就会使得现代服务业的规模扩大，因现代化成分比重提升而驱动整体的结构现代化。当服务结构的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时，整个服务业的生产力将得到提升。
二是数字技术驱动传统服务业现代化转型。一方面，数字技术的扩散和应用将驱动传统服务业企业乃至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尤其是利用数字技术的无尽链接能力和海量数据汇聚处理能力[29]，实现企业内部结构的优化、加强企业与用户的信息互联、打破供应链上下游壁垒，推动传统服务业的现代化转型[30]。例如，文化产业被认为是传统意义上的低效率服务业，但在摄取、生成、处理以及存储文化元素的层面上，数字技术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支撑，使文化产品形态更为多元化、表现力更为丰富，进而提高了文化产业的效率[16]。其次，数字技术在不扩大产业规模的基础上提升了服务业效率。在要素投入方面，技术研发能力和劳动力质量进一步替代物质资本对经营服务的影响，服务数字化、智能化程度提高，投入要素的使用效率进一步提升[31]；在服务业空间布局方面，产业集群不再依赖于传统的集中式管理，产业集聚正效应进一步被弱化，宏观层面的分散布局和微观层面的集聚模式将成为主流，更便于区域服务业均衡发展[32]。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发展催生了现代服务新业态。例如，数字技术催生平台经济兴起，为传统服务业提供了从线下到线上、从固定到灵活、从单一到多元等方面的便利性，以及利用算法优势、网络集群优势产生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等报酬递增效应，促进传统服务业的现代化转型。
基于以上机制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1：数字技术发展促进服务业生产率提升。
H2：数字技术能够重塑服务业规模经济效应，从而提升服务业生产率。
H3：数字技术促进服务业结构现代化转型，从而提升服务业生产率。
2	研究设计：模型、变量与数据
2.1	  计量模型设定 
2.1.1   基准模型设定
为考察数字技术对服务业生产率的影响，在计量实证研究方面使用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结合其连续型的数据特征，并考虑到不同国家可能存在一些不可观测的个体特征而遗漏了某些变量进而引起的内生性问题，引入个体效应模型，在此基础上进行Hausman检验，判断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效率。检验结果显著拒绝原假设，表明个体效应与解释变量相关，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故构建如下固定效应模型： 

               （1）



式（1）中：被解释变量Ser_LPit为第i个经济体t年的服务业生产率；核心解释变量Digitalit表示第i个经济体t年的数字技术；Z为控制变量集；为个体固定效应；为年份固定效应；为随机扰动项。
2.1.2    机制检验模型设定
上述分析指出了数字技术通过产生规模经济重塑效应和结构现代化效应提升服务业生产率，因此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来检验上述两种作用机制。参考温忠麟等[33]研究，分别构建以下中介效应模型：

                               （2）

                                       （3）

                 （4）






式（2）～（4）中：代表中介变量，；代表规模经济（）；代表结构现代化（）。
2.2	 变量说明 
2.2.1   解释变量
数字技术发展水平（Digital）：使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提供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指数表示。该指数是一国（地区）通信系统和互联网的可达性、集成性和安全性的综合性指标，能够较为全面和客观地反映出一国（地区）的数字化水平。
2.2.2  被解释变量
服务业生产率（Ser_LP）：按照一般惯例，使用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表示。使用服务业增加值与服务业就业人数的比值并取对数表示，其中服务业增加值数据使用2015年不变价美元实际值表示。由于在测算服务业增加值的时候使用到GDP的实际值，世界银行提供了2015年不变价美元表示的GDP实际值，故本研究中服务业增加值数据使用2015年不变价美元实际值表示。
2.2.3   机制变量
规模经济（Scale）：使用服务贸易额占GDP的比重表示。上述分析指出了规模经济的机制包括可贸易化和标准化水平提升，但服务业的标准化难以量化，考虑到数据可得性，故以服务贸易水平刻画规模经济。
结构现代化（Str_M）：初步考虑使用中高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表示。但难以获得世界各国中高技术服务业增加值的数据，考虑到数据可得性，故使用中高技术服务业出口额占服务出口总额的比重表示服务业的结构现代化程度。其中：
中高技术服务业出口额 = ICT服务出口额+金融和保险服务业出口额         （5）
2.2.4   控制变量
人口老龄化（Aging）：由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表示；人力资本（HC）、基础设施（Infstr）、自然资源（Natural）、能源水平（Energy）：分别以NCTAD数据库提供的人力资本指数、基础设施指数、自然资源指数、能源指数表示；人口规模（pop）：由人口规模取对数表示；人均GDP（pergdp）：世界银行直接提供的2015年不变价美元；城市化率（urban）：由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
2.3	 数据说明
本研究采用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以及删除缺漏值，取得176个经济体2009－2021年的数据样本；同时，变量说明中未提及来源的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有关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样本量/个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服务业生产率
	2 238
	9.605 
	1.094 
	7.018 
	12.360 

	数字技术发展水平
	2 263
	43.620 
	20.430 
	2.156 
	97.030 

	人口老龄化
	2 263
	8.339 
	6.115 
	0.172 
	29.790 

	人力资本
	2 263
	44.460 
	18.370 
	7.744 
	100.000 

	交通基础设施
	2 263
	40.020 
	17.590 
	1.033 
	92.220 

	自然资源指数
	2 263
	39.990 
	13.690 
	2.659 
	85.260 

	能源指数
	2 263
	52.670 
	21.620 
	1.871 
	99.630 

	人口规模
	2 263
	15.970 
	1.790 
	11.560 
	21.060 

	人均GDP
	2 254
	8.578 
	1.402 
	5.574 
	11.590 

	城市化率
	2 263
	57.670 
	22.850 
	10.380 
	100.000 

	规模经济
	2 116
	24.250 
	29.480 
	2.004 
	316.300 

	结构现代化
	1 968
	15.020 
	13.690 
	0.081 
	93.170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基准结果分析

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在不包含控制变量的模型中，数字技术对服务业生产率的估计系数为正，且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后，得到提升，数字技术对服务业生产率的估计系数仍然为正，且均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由此表明，数字技术发展促进了服务业生产率的提升。
表 2   变量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Ser_LP

	
	基准模型
	加入Aging和HC
	加入infstr和Natural
	加入Energy和pop
	加入pergdp和urban

	Digital
	0.010 6***
(0.000 8)
	0.006 1***
(0.000 5)
	0.006 3***
(0.000 5)
	0.006 9***
(0.000 6)
	0.001 8***
(0.000 6)

	Aging
	
	0.012 6***
(0.003 2)
	0.017 1***
(0.003 3)
	0.007 7**
(0.003 5)
	0.002 8
(0.003 2)

	HC
	
	0.004 6***
(0.001 3)
	0.005 1***
(0.001 3)
	0.009 8***
(0.001 4)
	0.007 8***
(0.001 3)

	infstr
	
	
	0.003 2***
(0.000 5)
	0.002 2***
(0.000 5)
	0.001 4***
(0.000 5)

	Natural
	
	
	−0.002 2*
(0.001 1)
	−0.001 8*
(0.001 1)
	0.000 8
(0.001 0)

	Energy
	
	
	
	0.004 9***
(0.001 0)
	−0.003 1***
(0.001 0)

	pop
	
	
	
	−0.375 9***
(0.044 4)
	−0.140 5***
(0.044 5)

	pergdp
	
	
	
	
	0.541 2***
(0.025 8)

	urban
	
	
	
	
	0.001 2
(0.001 8)

	constant
	9.169 5***
(0.028 1)
	9.027 8***
(0.044 0)
	8.920 4***
(0.078 8)
	14.532 1***
(0.692 6)
	6.762 1***
(0.746 7)

	N/个
	2 238
	2 238
	2 238
	2 238
	2 237

	

	0.211 0
	0.209 3
	0.223 7
	0.256 7
	0.387 6


注：1）括号内的数值为稳健标准误；2）*、**、***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3.2	 稳健性检验
3.2.1  更换解释变量
互联网发展是数字经济的主要内容，本研究选用互联网发展水平作为数字技术发展水平的替代变量，以作稳健性检验。参考韩剑等[34]的测算方法，用固定宽带互联网用户数（每百人）、移动电话用户数（每百人）、一般互联网用户数（每百人）三者的几何加权平均数量来衡量一国或地区的互联网发展水平。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在不包含控制变量的检验模型中，数字技术对服务业生产效率的估计系数为正，且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加入控制变量后，这一估计系数依然为正，且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数字技术发展促进了服务业生产率的提升，与基准检验结果一致。
3.2.2  工具变量法
实证分析中可能存在互为因果的问题，即服务业生产率越高，该经济体的数字技术发展也会越好。为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引入数字化水平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一方面数字化水平具有序列相关性，工具变量与解释变量高度相关；另一方面数字化水平的滞后项比服务业生产率提前1年，工具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不相关，因此选择这一工具变量具有一定合理性。检验结果表明（见表3）：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数字技术对服务业生产率的估计系数均为正，且均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数字化提高了服务业生产率，与基准结果的结论一致。
表 3   基准回归分析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Ser_LP

	
	更换解释变量
	工具变量法

	
	不加入控制变量
	加入控制变量
	不加入控制变量
	加入控制变量

	Digital
	0.004 2***
(0.000 5)
	0.001 0***
(0.000 4)
	0.008 7***
(0.000 4)
	0.004 1***
(0.000 9)

	Aging
	
	−0.000 7
(0.003 2)
	
	−0.000 9
(0.003 4)

	HC
	
	0.007 7***
(0.001 2)
	
	0.007 2***
(0.001 3)

	infstr
	
	0.001 4***
(0.000 5)
	
	0.001 5***
(0.000 5)

	Natural
	
	0.001 0
(0.001 1)
	
	0.000 8
(0.001 0)

	Energy
	
	−0.003 0***
(0.000 9)
	
	−0.003 6***
(0.001 0)

	pop
	
	−0.095 4**
(0.041 1)
	
	−0.201 8***
(0.046 8)

	pergdp
	
	0.596 2***
(0.023 6)
	
	0.505 1***
(0.027 7)

	urban
	
	0.001 0
(0.001 7)
	
	0.000 1
(0.001 9)

	constant
	9.473 6***
(0.014 1)
	5.646 1***
(0.671 8)
	
	

	N/个
	2 131
	2 130
	2 231
	2 231

	

	0.191 0
	0.442 5
	0.194 8
	0.384 7



3.3	 机制检验结果
3.3.1  规模经济效应
表4是关于规模经济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其中，数字技术对服务业生产率的估计系数为正显著，即数字技术对服务业生产率的总效应为正；数字技术对规模经济效应的估计系数为正显著，即数字技术能够促进规模经济效应的扩大。另外，规模经济对服务业生产率的估计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即在控制了数字技术的影响后，规模经济中介变量对服务业生产率的影响为正；且此时数字技术对服务业生产率的估计系数依然为正，并在1%的水平下显著，即在控制中介效应影响后，数字技术对服务业生产率影响的直接效应为正。由此表明，存在基于规模经济效应的中介效应，且为部分中介效应。
表 4   规模经济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Ser_LP
	Scale

	
	总效应
	加入Scale
	

	Digital
	0.001 8***
(0.000 6)
	0.003 5***
(0.000 6)
	0.142 7**
(0.057 9)

	Scale
	
	0.000 8***
(0.000 3)
	

	Aging
	0.002 8
(0.003 2)
	0.004 9
(0.003 0)
	0.322 4
(0.269 1)

	HC
	0.007 8***
(0.001 3)
	0.004 4***
(0.001 2)
	0.030 4
(0.110 7)

	infstr
	0.001 4***
(0.000 5)
	0.000 1
(0.000 5)
	0.017 1
(0.042 0)

	Natural
	0.000 8
(0.001 0)
	−0.000 0
(0.000 9)
	0.011 7
(0.085 8)

	Energy
	−0.003 1***
(0.001 0)
	−0.000 2
(0.000 9)
	−0.782 1***
(0.080 2)

	pop
	−0.140 5***
(0.044 5)
	−0.247 8***
(0.042 4)
	0.730 5
(3.832 7)

	pergdp
	0.541 2***
(0.025 8)
	0.414 8***
(0.028 1)
	15.480 5***
(2.530 4)

	urban
	0.001 2
(0.001 8)
	0.000 5
(0.001 7)
	−0.378 8**
(0.150 3)

	constant
	6.762 1***
(0.746 7)
	9.572 8***
(0.736 0)
	−69.089 3
(66.682 7)

	N/个
	2 237
	2 099
	2 110

	

	0.387 6
	0.399 4
	0.07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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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结构现代化效应
表5是关于结构升级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其中，数字技术的估计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即数字技术对服务业生产率的总效应为正。以高技术服务业出口占服务业总出口额比重衡量服务业的结构现代化并以其作为中介变量，数字技术的估计系数为正，且在10%的水平下显著，即数字技术能够促进服务业的结构现代化。而结构现代化对服务业生产率的估计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即在控制了数字技术的影响后结构现代化中介变量对服务业生产率的影响为正；此时数字技术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正。由此表明，存在基于结构现代化效应的中介效应，且为部分中介效应。综上，数字技术发展促进服务业生产率提升，存在基于规模经济和结构现代化的传导机制。
表 5   结构现代化效应的传导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Ser_LP
	Str_M

	
	总效应检验
	加入Str_M
	

	Digital
	0.001 8***
(0.000 6)
	0.003 4***
(0.000 7)
	0.087 5*
(0.051 8)

	Str_M
	
	0.001 5***
(0.000 3)
	

	Aging
	0.002 8
(0.003 2)
	0.005 0*
(0.003 0)
	1.595 3***
(0.236 0)

	HC
	0.007 8***
(0.001 3)
	0.003 6***
(0.001 3)
	0.231 4**
(0.099 6)

	infstr
	0.001 4***
(0.000 5)
	0.000 2
(0.000 5)
	−0.102 0***
(0.037 4)

	Natural
	0.000 8
(0.001 0)
	−0.000 4
(0.001 0)
	−0.063 3
(0.076 6)

	Energy
	−0.003 1***
(0.001 0)
	−0.000 8
(0.000 9)
	0.118 1
(0.072 0)

	pop
	−0.140 5***
(0.044 5)
	−0.192 5***
(0.044 0)
	−6.566 4*
(3.471 0)

	pergdp
	0.541 2***
(0.025 8)
	0.416 0***
(0.030 1)
	−14.190 9***
(2.364 9)

	urban
	0.001 2
(0.001 8)
	−0.000 9
(0.001 7)
	0.000 1
(0.134 9)

	constant
	6.762 1***
(0.746 7)
	8.859 5***
(0.766 0)
	214.380 9***
(60.425 5)

	N/个
	2 237
	1 952
	1 962

	

	0.387 6
	0.386 9
	0.084 3



4	进一步讨论：不同类型经济体的比较
如图1所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赶超成功经济体（跨越组）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赶超失败经济体（陷入组），其服务业生产率变化存在显著差异，前者不断提升而后者停滞甚至衰退；服务业生产率提升为产业结构转型提供了生产率基础，是以结构转型驱动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条件，这对各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至关重要。按照世界银行[35]标准，以12 475美元（2015年不变价）作为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的界线，从而划分出中低收入经济体和高收入经济体。结果比较如表6所示，高收入经济体分组中，数字技术对服务业生产率的估计系数为正，且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中低收入经济体分组中，数字技术对服务业生产率的估计系数为正，但是不显著。这表明，对于高收入和中低收入的两类经济体，数字技术促进服务业生产率提升的效应存在差异：对于高收入经济体，数字技术提升了其服务业生产率，表明这类经济体有效利用数字技术来改善服务业生产率，为经济赶超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发展动能；而数字技术并未对中低收入经济体服务业生产率产生显著影响，可能是由于这类经济体并未充分发展数字技术，数字技术的发展规模和程度未能有效作用于服务业，从而未能为服务业发展提供数字化的发展动能。综上所述，数字技术发展对提高服务业生产率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具有关键作用。
表6   基于不同收入类型经济体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Ser_LP

	
	高收入经济体
	中低收入经济体

	Digital
	0.001 7*
(0.001 0)
	0.000 8
(0.000 8)

	Aging
	−0.010 7***
(0.003 6)
	0.003 1
(0.005 6)

	HC
	0.003 7**
(0.001 5)
	0.010 2***
(0.001 8)

	infstr
	−0.001 5**
(0.000 7)
	0.001 8***
(0.000 6)

	Natural
	−0.004 1**
(0.002 0)
	0.001 3
(0.001 2)

	Energy
	0.001 9
(0.001 7)
	−0.002 6**
(0.001 1)

	pop
	0.317 9***
(0.065 5)
	−0.270 4***
(0.057 5)

	pergdp
	0.507 0***
(0.052 4)
	0.603 1***
(0.030 7)

	urban
	0.003 4
(0.003 4)
	0.002 1
(0.002 3)

	constant
	0.290 9
(1.232 4)
	8.139 2***
(0.951 4)

	N/个
	641
	1 596

	

	0.445 8
	0.413 8




5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研究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探究数字技术对服务业生产率的影响及机制发现，数字技术显著提升了服务业生产率；规模经济和结构现代化是数字技术提升服务业生产率机制变量，具体表现为规模经济重塑效应和结构现代化转型效应。数字技术对知识进行编码，改变了服务品的可贸易化形态并缩小了服务方差，促进服务的标准化交付，为规模经济的形成提供机制条件；同时，数字技术发展使服务业形成自身增值，通过数字赋能服务业实现现代化转型，助力企业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内容。通过不同收入经济体对比实证可以发现，数字技术显著提升了高收入经济体的服务业生产率，而对中低收入经济体的服务业生产率影响不显著。
基于上述结论，政策启示如下：
（1）大力发展数字技术，提升服务业生产率。中国正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以服务业生产率提升重塑结构转型的增长效应来获得经济的持续增长，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实现持续赶超的关键。在此背景下，一方面，要打造开放、创新、协作的数字服务市场环境，激励以提升服务业生产率为导向的数字技术创新活动，繁荣数字服务市场；同时，也需强化监管，构建优良的数字技术服务市场环境，完善市场体制机制和治理体系，破除传统束缚数字技术创新发展的制度设计，有效提高数字服务市场效率。此外，充分保证数字技术等资源在服务业的充分自由流动，提升服务业生产率。另一方面，大力发展6G技术、人工智能（AI）技术等先进数字技术，驱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深度融合，以数字技术形成精准、高效、高质量的服务，促进服务业向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高端服务业发展，进而推动中国服务业结构持续稳定升级。
（2）重点发挥服务业数字技术规模经济效应和结构现代化效应。规模经济和结构现代化是数字技术影响服务业生产率的重要路径。一方面，数字技术通过知识编码重塑服务品形态产生贸易规模经济效应的同时，也通过缩小服务方差产生标准化规模经济效应；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对服务业产生自身增值效应，也驱动了传统服务业的现代化转型。在此背景下，需进一步加强数字技术对服务行业渗透，发挥其对服务业知识编码和标准化服务产品供给的低边际成本优势，以整合更大范围内的服务产品供给；同时，加快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发挥数字技术优势，及时准确捕捉服务市场需求变化，优化服务产品供给，以实现服务产品的自身增值效应。另外，创新数字服务供给，优化服务业数字化转型生态，推进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力建设。
（3）促进数字技术与服务业的多场景融合。数字技术本身直接产生的价值相对有限，而数字技术的服务业生产率升级效应的发挥需要结合服务业的实际应用场景。为此，在发挥数字技术有效解决服务业无形性、不可存储、异质性等问题，对服务业进行重塑、协同、赋能优势的同时，也需重点挖掘数字技术与服务业新的融合应用场景，丰富线上服务新供给、满足线下服务新需求，如发挥数字技术对服务产品供给标准化的积极效应，对客户诉求、反馈和投诉的数字化监管等，进而增强数字技术对服务业发展的支撑和引导作用。
（4）强化数字技术对服务业的渗透性，提高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中低收入经济体与高收入经济体的数字水平存在一定差距，数字技术的发展规模和程度未能有效作用于服务业。中低收入经济体应该注重抓住数字化的发展机遇，积极组建数字技术产学研用联合体，加快培育服务贸易数字化新动能，加强数字技术研发应用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将数字技术融入本国各生产贸易领域，充分挖掘服务业的内在潜力，促进服务贸易转型升级，提高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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